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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弼玄学看陶渊明的思想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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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虽然初看上去陶渊明的圣人观、功业观和仁义观都是儒家思想的反映，但是稍加辨析便不难发

现它们其实与王弼玄学也不矛盾。仅仅以此为据就冒然断定陶渊明的思想深受儒家影响，这样的论证逻辑

显然难成立。东晋时期王弼玄学重获青睐，如果结合当时思想界的实际，把陶渊明的思想归于道家显然更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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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对于陶渊明的思想属性，长期以来有很多
学者都已明确指出它属于道家，或者基本属于道家，
但是另一方面也仍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陶渊明的思
想乃前儒后道，或者儒道兼具，甚或内儒外道。虽然
具体言之，认为陶渊明受了儒家影响的学者所持的
论据互有不同，但是概而论之，也都不外以下三个方
面：第一，陶渊明对于儒家的圣人、儒家的经典并不
反对；第二，陶渊明自小即有建功立业的思想，这一
思想直到晚年也未完全消退；第三，陶渊明并不反对
儒家的仁义，相反，对于儒家的仁义还有很深的情
感。初看起来，以上三点都可作为陶渊明深受儒家
思想影响的铁证，可是稍加辨析，便不难发现它们与
魏晋玄学其实也并不矛盾。众所周知，魏晋玄学分
左中右三派，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论玄学
为中派，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自然论玄学为左派，
以郭象为代表的独化论玄学为右派。中派以老庄哲
学融合儒家，倡导“名教出于自然”；左派以老庄哲学
排斥儒家，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右派以老庄哲学
屈从儒家，倡导“名教即自然”。东晋时期由于钟情
老庄玄学的门阀士族与钟情儒家名教的专制皇权相
较，力量稍占上风，加之专制皇权对于门阀士族也采
取了主动迎合的态度，因此二者的矛盾并不尖锐。
在这种情况下，过度排斥儒家的自然论玄学或过度

屈从儒家的独化论玄学，自然都难符合门阀文人的
口味。正始玄学之所以在竹林玄学和郭象玄学之后
又得以在东晋重获青睐，其根本缘由也正在此。不
过，由于何晏留下的玄学资料十分有限，并且他的学
说的系统性、理论性也远较王弼为弱，因此接下来我
们就只着重对王弼与陶渊明在尊孔、尚功和崇仁三
方面的一致性加以分析，以期对陶渊明的思想属性
有一个新的认识。

一、从王弼玄学的圣人观看陶渊明的思
想属性

众所周知，道家哲学对于儒墨名法的接纳，应该
说早在战国后期即已开始，这在相传大多为庄子后
学所著的《庄子·外篇》《杂篇》中就已见端倪。此后
到了汉初的《淮南子》，在这方面更是获得了长足的
发展。不过，如果就表述的简明性来看，司马谈的
《论六家要旨》无疑更具代表性。在这篇论文里，司
马谈指出：道家“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其为术
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
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而儒墨各家所
倡导的学说则都不外是偏执之论，它们都只能为道
家的与物变化、权宜行事提供借鉴，而其自身则并无
什么独立价值［１］（Ｐ２４７８～２４８１）。总观司马谈的论述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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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道家哲学对于儒墨名法虽颇有不屑，但是毕竟
已开始正视它们的存在，并且展现出了试图将其纳
入自我体系的努力。

如果说道家哲学对于其他学派的兼容，直到西
汉初年依然呈现着十分明显的歧视性的话，那么到
了曹魏正始年间的王弼，这种歧视性就大大淡化了。
这在孔子地位的认定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之所以
会出现这样的情状，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过此后长达三百
多年的发展，不仅孔子的地位早已深入人心，神圣不
可动摇，而且人们也由这三百多年的实践，逐渐认识
到儒家思想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其不可或缺的地
方。所以在这种情势下，王弼等道家学者就不得不
改变策略，对儒家学术，特别是儒家的圣人观进行重
新定位了。

首先，王弼区分了圣人与圣人学说的不同。对
于圣人学说，也即对于儒家思想，王弼的看法与司马
谈等颇为相似。如其《老子指略》说：“法者尚乎齐
同，而刑以检之。名者尚乎定真，而言以正之。儒者
尚乎全爱，而誉以进之。墨者尚乎俭啬，而矫以立
之。杂者尚乎众美，而总以行之。夫刑以检物，巧伪
必生；名以定物，理恕必失；誉以进物，争尚必起；矫
以立物，乖违必作；杂以行物，秽乱必兴。”［２］（Ｐ１９６）可
见，和司马谈等一样，王弼也同样认为道家以外包括
儒家学说在内的诸子学说，都是偏而不全的东西，它
们自身都是没有独立性可言的。可是与司马谈等又
有不同，在王弼这里儒家学说虽是“一曲之说”，但儒
家的圣人却并非“一曲之士”，并且与老庄相较，儒家
之圣的地位甚至还要更高一筹。这在有关文献中展
现得也是十分明确的。

如《世说新语·文学篇》云：“王辅嗣（弼）弱冠诣
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
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
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
足。’”［３］（Ｐ２３５）由这一记载不难看出，在王弼看来孔子
与老庄虽然都认识到了大道之“无”，但是前者能够
真正将“无”应用于实践，真正做到应时变化，因俗立
制，无所预设，与道合一。针对大道凋亡，人失其真
的衰乱之世，灵活自如地提出一些权变措施，诸如仁
义之教、礼乐之化等，以使人心的颓变受到遏制。而
后者则是执着于“无”，为“无”所拘，明明知晓大道超
感无象，难以训说，可是偏偏又对它训说不已，始终
都未能将大道之“无”所包含的妙义至理与拯救日益
衰坏、每况愈下的世俗人心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

换句话说，孔子虽然“言必及有”，但他的内心却能与
“无”相通；儒家学说虽属权宜应世的权变之论，但儒
家的圣人却是大全之人。道家学说虽为大全之说，
但演述它的老庄却非大全之人；《老子》《庄子》虽旨
在明“无”，但老子、庄子却只知崇“无”，而不知用
“无”。王弼所以把孔子看得比老庄还要高，其中的
奥秘正在这里。

其次，对于儒家学说王弼的看法与司马谈等固
有相似，但这种相似却只能说是表面上的。由于二
者对儒家圣人的定位不同，这也决定了他们对儒家
学说的看法有异。再进一步说，也就是在司马谈等
看来，由于儒家圣人本身与“道”相隔，所以他所创造
的学说在渊源上就不是从“道”衍生的。在某个特定
的历史时期，道家采用的应变措施或许与儒家的统
治策略会有某些相似，或者说会受到儒家的很大启
发，但是由于它们在根本上就不属一个体系，所以即
使在这个时候两家的学说也不可能是完全相通的。
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云：“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
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
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
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
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
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
可不察也。”［１］（Ｐ２４７８～２４７９）对此展示得就很清楚。

而与司马谈等不同，由于王弼对儒家的圣人进
行了全盘的肯定，所以对于儒家学说的地位也同样
作了很大提升。尽管在王弼玄学中孔子所创立的儒
家学说仍为“一曲之说”，但是就孔子所处的特定时
代来说，它却完全是必要的、圆满的，没有任何缺憾
的。它不仅没有任何地方溢出道家体系之外，而且
还是圣人心通于“无”，无所拘泥，“与时迁移，应物变
化”的实践观念的反映。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所以在
王弼所注的三部经典———《老子》《论语》和《周易》
里，有两部都是儒家的。大概在王弼看来，保存着儒
家学说的儒家经典，既然也是大道衍生的产物，则通
过对于它们的研究，也同样可以“假有得无”“即有得
玄”，从而对道家学说有更加真切的体会。

当然，正始玄学对于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接纳，
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扩大道家学说的涵盖面，增强道
家学说的适应力，但是另一方面王弼毕竟也把孔子
及其儒家学说全都玄学化了。儒家学说由原来的永
世不变的常则变成了只能疗救一时之疾的权宜之
策，儒家圣人也由原来的至死不苟的君子变成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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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于“无”的智者。盖正基于此，所以陈澧《东塾读书
记》卷十六《三国》评王弼说：“辅嗣谈《老》《庄》，而以
圣人加于老庄之上。然其所言圣人体无，则仍是老
庄之学也。犹后儒谈禅学而以圣人加于佛之上，然
其所言圣学，则仍是禅学也。”［４］（Ｐ１１）这样的评述无疑
是很能揭示王弼援孔入道的基本用意的。

弄清了王弼玄学对于儒家圣人及其学说的积极
融合，弄清了儒家圣人及其学说在王弼玄学中的道
家色彩，那么再来看陶渊明对于儒家圣人及其典籍
的态度，其性质如何就要三思了。在陶渊明现存的
诗文中，对于儒家的圣人及其典籍加以直接或间接
的肯定，这样的文句应当说是很多的。如其《感士不
遇赋》说：“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５］（Ｐ３６６）

《荣木》说：“先师遗训，余岂云坠？”［５］（Ｐ１３）《饮酒二十
首》其二十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
叟，弥缝使其淳。”［５］（Ｐ２４８）这里的“圣人”“先师”和“鲁
中叟”显然便都是指孔子说的。又，《命子》说：“名汝
曰俨，字汝求思。”“尚想孔伋，庶其企而。”［５］（Ｐ４２）“孔
伋”即孔子之孙，字子思。“求思”，其字面涵义即求
子思。孔子之子孔鲤由于早死，未能绍继父志，孔子
的学说主要是由子思传承的。陶渊明希望长子陶俨
能像子思一样，这其中显然也有以孔子自比的意思。
又，《饮酒二十首》其十六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
经。”［５］（Ｐ２４０）又，其二十云：“如何绝世下，六籍（也指
六经）无一亲？”［５］（Ｐ２４９）据此以断，陶渊明对于儒家经
典也同样是十分肯认的。毫无疑义，前人之所以认
为陶渊明的思想是内儒外道，或儒道兼具，或前儒后
道，这与陶渊明这些诗文对于孔子以及六经的认同
显然是分不开的。

但是正如上文所说，在陶渊明时代重获青睐的
王弼玄学，已经将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纳入了玄学的
体系，仅仅以此为据就从而认为陶渊明的思想应是
内儒外道，或受了儒家的很大影响，这样的逻辑理路
显然是很难成立的。尤其需要注意者，从陶渊明现
存的诗文看，其道家色彩可谓自始至终都是非常鲜
明的。有关这一点，即使是那些坚持认为陶渊明具
有儒家思想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陶渊明的思想具
有鲜明的道家色彩，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而其对于
孔子以及儒家典籍的肯认，则既可看作道家思想的
体现，也可看作儒家思想的展示。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究竟应该认同一个思想统一的陶渊明，还是应该
认同一个思想分裂的陶渊明，如果结合当时玄风弥
漫、玄言诗繁荣的实际，则孰是孰非、何去何从恐怕
也就不难定论了。

二、从王弼玄学的功业观看陶渊明的思
想属性

认为陶渊明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除了以陶渊
明对于孔子和儒家典籍的肯认为据外，还有另外一
个论据也常被述及。具体说来，也就是终陶渊明一
生都有十分殷切的功业思想。只不过在他的早年表
现得比较凸显，在他的晚年表现得比较隐伏罢了。

希望建功，希望立业，希望自己的一生有一番作为。
陶渊明的一生既然对此如此渴望，那么，我们又当如
何看待呢？实际上它与王弼玄学也同样是不矛盾
的。试想一下，王弼既然肯定了儒家的圣人、典籍，
那他又如何会反对功业、反对“有为”呢？这显然是
不可思议的。

由王弼现存的文献看，他有关建功立业、积极
“有为”的论述也是非常之多的。如《周易·蛊卦》王
弼注说：“蛊者，有事而待能之时也。可以有为，其在
此时矣。”［２］（Ｐ３０８）又，《困卦》注说：“处困之极，行无通
路，居无所安，困之至也。凡物，穷则思变，困则谋
通，处至困之地，用谋之时也。”［２］（Ｐ４５７）又，《丰卦》注
说：“处于明动尚大之时，而深自幽隐以高其行，大道
既济 而 犹 不 见，隐 不 为 贤，更 为 反 道，凶 其 宜
也”［２］（Ｐ４９４）等等。由以上所述足以看出，对于人们的
“有为”之举王弼是并不反对的。不仅如此，王弼还
进一步认为当历史发展到某一时期，需要“有为”而
不“有为”，需要“用谋”而“隐不为贤”，则必将落一个
“凶其宜也”的下场。

那么，儒法各家主张“有为”，王弼玄学也主张
“有为”，他们的差别何在呢？其实正如儒家学说被
看作“一曲之说”一样，对于各种“有为”举措王弼也
同样是把它们当作一时的权便看的。再具体说，也
就是当某一“有为”举措达到目的后，就要适时将它
舍弃，以使人重新回复到以“无”为守的状态。对于
这一点，王弼也同样阐发得很明白。如其《周易·复
卦》注说：“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
也。……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
至无，是其本矣。”“先王则天地而行者也，……不远
而复，几悔而反，以此修身，患难远矣。”［２］（Ｐ３３６～３３７）宇
宙万象再大也大不过天地，可是即使“富有万物，雷
动风行，运化万变”的天地，最终也只有“寂然至无”。
先王之行以天地为法，所以不管何事他们都不会走
得太远，都能在马上就要后悔但是还没有后悔的时
候适时而返。正因为先王们能够遵循这一原则自我
修养，所以他们才能终生无患。由以上这些表述不

·９１·

ChaoXing



难发现，王弼并没有把“有为”看作处世的常则。他
依然主张以“无”为宗、心通于“无”，在这方面他与儒
法各家显然是有根本差别的。

有关王弼立功行事的“有为”思想的基本特征已
如上述，为了进一步对这个问题有一透彻了解，下面
有两个疑点还需再作进一步说明。其一，生逢乱世，
理当“有为”，但是如果小人当道，迫害贤人，这时也
要积极引退。如果拘泥于生逢乱世，理当“有为”的
定则，不知隐处，这样的做法也同样与“无”相隔。有
关这一点，王弼也同样阐述得很明白。如《周易·困
卦》王弼注说：“处困而言，不见信之时也。非行言之
时，而欲用言以免，必穷者也。”［２］（Ｐ４５４）又，《遁卦》注
也云：“遁之为义，宜远小人，以阳附阴，系于所在，不
能远害，亦已惫矣，宜其屈辱而危厉也。”［２］（Ｐ３８４）又，
《周易略例》述《遁卦》之义曰：“遁，小人浸长。难在
于内，亨在于外，与《临》卦相对者也。《临》，刚长则
柔危；《遁》，柔长故刚遁也。”［２］（Ｐ６１９）在这里所谓“以
阳附阴”也即以贤士附小人，所谓“系于所在”也即留
恋官位，所谓“亨在于外”也即利在于外，所谓“柔长
故刚遁也”也即小人用事，君子宜遁。众所周知，“天
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乃是儒家之圣孔子的名言，
王弼这里倡导即是生逢乱世，如果小人当道，也要积
极引退，这一论述与孔子的“仕隐”之论显然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由于王弼对于孔子“仕隐”之论的大
胆接纳和积极改造，这就使得他的立功行事思想不
仅与儒家实现了更好的融合，而且也使它自身的涵
蕴变得更为严密。

其二，王弼对老庄言不及“有”的批评并不准确，
他的尊孔抑老也同样带有因俗立言的权变性质。其
实就如司马谈一样，老庄对于孔子及其学说的认同
程度固然远没有王弼大，但是在他们现存的著作里，
我们也是不难找到“有为”的表述的。如《老子》３１
章说：“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
而用之。”［６］（Ｐ３９０）这显然就是说如果社会已经颓化到
了无可遏止的地步，那么即使发动战争也是在所不
惜的。又，《庄子·大宗师》说：“圣人之用兵也，亡国
而不失人心。”［７］（Ｐ２３２）这意味着战争有时候即使灭掉
一个国家也是不失其宜的。不过，由于老庄毕竟都
是主张以“无”为本的，因此如王弼一样，在对待“有
为”的态度上，他们也同样是把它当权变看的。如
《老子》３０章在论及战争的态度时说：“善者果而已
矣，毋以取强焉。果而毋骄，果而勿矜，果而勿伐。”
一言以蔽之，也即“果而不强”［６］（Ｐ３８２～３８４）。绝不能因
为取得了一时的胜利，自此就对战争偏爱有加。对

待战争是如此，对待其他“有为”举措也同样应如此。
《庄子·秋水》说：“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
明于权。”［７］（Ｐ５８８）

可见，认为老庄为“无”所拘，言不及“有”，这样
的评价并不符合老庄的实际。老庄只是由于为理论
架构所限，对于“有为”的谈述比较少罢了。王弼之
所以批评他们言不及“有”，恐怕更多的还是为了缓
和老庄与世教的矛盾，以为道家哲学争取更大的生
存空间。既然道家哲学从一开始就不反对“有为”，
则显而易见王弼的“有为”思想也同样不外是对道家
哲学的进一步发挥。

弄清了王弼玄学“有为”思想的具体内容及其与
道家哲学的渊源关系，那么下面再来探讨陶渊明功
业思想的儒道归属就容易多了。试想，连王弼的“有
为”思想也是对老庄的发挥，那以陶渊明具有立功行
事的“有为”思想为据，来证明陶渊明深受儒家影响，
这样的论证逻辑其可信度如何也就无需赘言了。通
观陶渊明的功业思想，不难发现它主要包涵以下三
大内容。

其一，建功立业是陶渊明一生的诉求。其《感士
不遇赋》说：“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５］（Ｐ３６６）

认为建立奇功、垂名后世，自古以来都是广大文人梦
寐以求的理想。也正因如此，所以陶渊明自小即有
建功立业、不甘平庸的壮志。如其《杂诗十二首》其
五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
思远翥。”［５］（Ｐ２９６）对此即是一个有力的说明。然而由
于命运多舛，世事难料，陶渊明尽管幼有壮志，可是
一直到死他的这一愿望也未实现。也正如此，所以
终其一生陶渊明对于这一缺憾也难忘怀。如其《杂
诗十二首》其二说：“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
怀悲凄，终晓不能静。”［５］（Ｐ２９１）可以说把他有才难展、
有志难申的复杂心理展现得非常充分。

其二，功成身退是陶渊明功业思想的基本理念。
陶渊明虽然有十分强烈的功业思想，但是“立功”“有
为”在他心里却并不具有“常则”的性质。其《咏二
疏》说：“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借问衰周来，几
人得其趣？”［５］（Ｐ３２５）由此诗所述不难看出，在陶渊明
看来立功行事的“有为”之举实为不得已的行为，就
像春夏秋冬四季自然更替一样，当某个“有为”活动
达到目的后，就要及时将其终止。如果“功成”之后，
为功所拘，不知回返，继续为而不已，那与天地的运
行规则显然是相抵牾的。在《命子》诗中，他赞扬他
的曾祖长沙郡公陶侃说：“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
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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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而近可得？”［５］（Ｐ４１）应当说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
思。不过，对于他的这一思想，展现得更为充分的还
应是他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时来苟冥会，
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聊且凭化
迁，终返班生庐。”［５］（Ｐ１５８）通观这六句诗文不难发现，
它们把陶渊明立功行事的思想旨向呈示得可谓是非
常清楚的。

其三，不失本真是陶渊明功业思想的最后底线。
功成身退虽然是陶渊明功业思想的基本理念，但是
这也是以不失本真为前提的。如果适逢小人当道，
不能使自己正道直行，在陶渊明看来那就没有必要
再继续执守“功成身退”的教条，一定要等到功成业
就才抽身引退。其《咏贫士七首》其三说：“岂忘袭轻
裘？苟得非所钦。”［５］（Ｐ３１６）《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
弟敬远》说：“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５］（Ｐ１８４）十分
明显，在陶渊明看来如果出仕不能使我们感到荣耀、
感到快乐，那放弃功业、屈身独善也未尝不是我们最
佳的选择。

总观陶渊明的功业思想，不难看出他与魏王弼
实可谓一脉相承。王弼认为生逢乱世，立功“有为”
势在必行，陶渊明一生也有十分强烈的立功思想。
王弼认为立功“有为”乃是不得已的权变之举，陶渊
明也极力主张功成身退。王弼认为乱世“有为”，虽
势在必行，但是如果小人当道，也应及时隐退，陶渊
明也谓如果出仕有违本性，那放弃功业、栖迟守拙，
也同样不失为处世良策。一方面陶渊明身处王弼玄
学空前盛行的东晋时代，一方面陶渊明的功业思想
又与王弼如此相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怀疑陶
渊明的思想属性，显然是很不明智的。

三、从王弼玄学的仁义观看陶渊明的思
想属性

最后再看陶渊明的仁义思想。以陶渊明的仁义
思想为据证明陶渊明源出儒家，也是儒家论者的主
要理由之一。然而在实际上正如陶渊明的圣人观和
功业观一样，陶渊明的仁义思想与道家哲学也同样
是不相悖的。

长期以来有不少学者都有这样的认识，即认为
道家的人性论只有ｈｏｗ的问题，而没有 ｗｈａｔ的问
题，也即只有如何实现人的本性、真性的问题，而没
有究竟什么才是人的本性、真性的问题。这就是学
界长期以来都十分流行的道家人性“光板论”。如牟
宗三说：“道家对圣、智、仁、义，既不是原则上肯定，
也不是原则上否定。从实有层上正面肯定或否定，

就是原则上肯定或否定，道家没有这个问题，那就是
说道家没有 ｗｈａｔ的问题。道家只是顺着儒家，你
儒家正面肯定圣、智、仁、义。好！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如何以最好的方式，来体现你所说的圣、智、
仁、义呢？这是 Ｈｏｗ的问题。”［８］（Ｐ１２６～１２７）很明显，在
牟先生看来，儒道之间有两大差别：一是儒家在人性
的实有层上肯定仁义的内在性，也即认为仁义是人
的禀赋天生而具的，而在道家那里人性则是空洞无
物的，是并无任何具体内容可言的。二是在仁义的
实现途径上，儒家在这方面主张“有为”，而道家则是
崇尚“无为”的。那么，牟先生的这一看法究竟对不
对呢？据实而论，应当说是很难成立的。

之所以这样说，其主要原因乃在无论是老庄还
是玄学，它们所否定的都只是观念化、礼仪化、说教
化的仁义，而在实际上他们其实也同样认为人的内
心是天生就含具着仁义之性的。也即在人性论上儒
道之间不仅有差异，也有统一。统一的是他们都认
为人性天生而善，天生而仁（注：这里主要是就以孟
子为代表的儒家主流思想而言的），不同的是二者在
如何把人性现实化的途径上产生了分歧。有关这一
点我们也是不难证明的。

首先来看王弼之前一些道家学者的相关论述。
如《老子》第１８、１９章云：“大道废案（焉），有仁义”，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６］（Ｐ３１０～３１１）。在这里老子之所
谓“仁义”显然就只是观念上的，或者说概念化的，而
并非是在人的本性的意义上说的。否则，“孝慈”云
云就很难解释了。因为所谓“孝慈”正是仁义的核
心：“孝”即“老吾老”，是子对父；“慈”即“幼吾幼”，是
父对子。只有“老吾老”，才能“以及人之老”；只有
“幼吾幼”，才能“以及人之幼”。据此而断，则老子这
里所说的显然是：只有绝弃观念性的说教化的仁与
义，才能回复人的本然性的原发性的孝与慈。又，
《庄子·骈拇》云：“意仁义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
者，天下何其嚣嚣也？”［７］（Ｐ３１９）其意显然也是说难道
仁义不是人的本有性情吗？三代以下，人们何以总
是那样叫个不停呀？其实说的再明确一点，也正如
当今著名研老专家张松辉所说：在庄子看来在人的
自然之性中是“本来就包含着仁义”［９］（Ｐ１２５）的。又，
《淮 南 子 · 泰 族 训》说：“人 之 性，有 仁 义 之
资。”［１０］（Ｐ６７１）对此也同样说得很明确。

我们知道，道家历来都是以“自然无为”为旗帜
的。人的心体既天生慈仁，那它与“自然无为”又有
何联系呢？其实这一点也并不难理解。具体说来，
也就是人的内心尽管天生慈仁，也即天生具有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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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性，但是在其心体受到外物的刺激前，它的这一
质性是并不会有任何表征、任何兆端的，就像水体虽
有荡生波澜之性，但在受到风的吹激前，在它的表面
并无任何征象一样。水体会荡什么样的波形，心体
会作什么样的反应，二者都没有预先的设定。它们
都能在具体的刺激到来的瞬间，当下自动完成。这
就是我们今人常说的“智的直觉”，也是道家历来倡
导的“自然无为”。如果一个人或一个社会一定要执
着于某种特定的反应，以这种特定反应所呈现出的
情感模式、行为模式为标准，不管刺激的强弱、性状
如何，都要显示出这一特定样态，那么这一情状就会
被道家斥之曰“伪”。《老子》２章说：“天下皆知美之
为美，恶已（矣）；皆知善，斯不善矣。”［６］（Ｐ２２９）《庄子·
天地》述其理想中的“至德之世”说：“端正而不知以
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义，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
知以为信。”［７］（Ｐ４４５）又，《淮南子·俶真训》也云：“诚
达于性命之情，而仁义固附矣。”［１０］（Ｐ７１）三部著作虽
然立论的角度互有不同，但是在主张人的仁义之情、
仁义之行应当由其本心自然发出方面，则可以说是
完全一致的。

不过，就如道家的“有为”论在王弼之前虽有论
说，但是论述的并不充分一样，道家的“自然仁义观”
在王弼以前的道家学者那里，也同样属于偶尔道之。
直到王弼卓尔出世，这一学说的丰富蕴含才真正得
到了全面的揭示。如《论语·学而》王弼释疑说：“自
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２］（Ｐ６２１）又，《老子》３８章
注说：“夫仁义发于内，为之犹伪，况务外饰而可久
乎？”［２］（Ｐ９４）又，王弼《老子指略》说：“甚矣，何物之难
悟也！既知不圣为不圣，未知圣之不圣也；既知不仁
为不仁，未知仁之为不仁也。故绝圣而后圣功全，弃
仁而后仁德厚。夫恶强非欲不强也，为强则失强也；
绝仁非欲不仁也，为仁则伪成也”［２］（Ｐ１９９）等等。由以
上阐述不难看出，王弼对于“自然无为”与“仁义”之
情之行的关系表述得无疑是非常透彻的。在他看来
人的亲孝仁爱之情乃是由人的内心“自然”产生的。
如果不是“自然”产生而是有意“为之”，乃至刻意“为
之”，那就必然会造成言不由衷、行不由心的虚诈之
“伪”。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所以王弼倡言：就像不
仁必不能产生仁情、仁行一样，对于仁义之情、仁义
之行的有意标榜也同样不会使人的真正的仁情、仁
行出现。足见，之所以要绝弃对仁义之情、仁义之行
的标榜宣传，并不是说仁义本身有什么不好，我们对
它有什么不满，而实在是只有如此，才能使真正的仁
义情、行出现。

弄清了道家人性论的特色及其与儒家人性论的
差别，那么，我们可以说，如果仅只在陶渊明是否有
仁义思想的范围内打转转，那我们显然是很难得出
令人信服的结论的。儒道二家人性论的不同，既然
主要地并不体现在对人的仁义本性的肯认上，而只
体现在对这一本性的实现途径的不同认识上，那么，
对于陶渊明的“仁义观”的思想归属的判定，显然也
就要以他对仁义之性实现途径的描述为凭借。

由陶渊明现存的诗文可以看出，和老庄、王弼一
样，陶渊明也同样认为人性天生即善。有关这一点，
我们在他的《感士不遇赋并序》中可以看得十分清
楚。其文曰：“咨大块之受（授）气，何斯人之独灵！
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５］（Ｐ３６５）对于这段文
字逯钦立分析说：“三五，三才五常。三才，天、地、
人。五常，仁、义、礼、智、信。人以具三才五常之德
著称，故曰秉三五而垂名。”［１１］（Ｐ１４８）结合陶渊明的原
文与逯钦立的解释不难看出，在陶渊明看来天地授
气，人禀特灵，心藏五常之良智，身怀三才之正道，人
之所以得以称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的本性天
然而善，天生就是含具仁义的。

大概也正因为看到了人性天生而仁、天生而善，
认识到了仁义与人的原初本性的天然联系，因此对
于仁义陶渊明才充满了由衷的敬意。如其《咏贫士
七首》其四与《饮酒二十首》其十八说：“朝与仁义生，
夕死 复 何 求”［５］（Ｐ３１８）、“仁 者 用 其 心，何 尝 失 显
默”［５］（Ｐ２４５）。这样的情感、这样的心迹，在当时，不要
说那些以放达闻名的玄学家，以多才著称的诗人，即
使在那些以儒宗自居的儒门正统人士中也是不多见
的。古往今来有不少学者都认为陶渊明虽生长在玄
学佛学的氛围中，但其一生的得力处和用力处却都
在儒学，甚至认为“汉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
子者，渊明也”［１２］（Ｐ１７２）。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与
陶渊明认为人性天生而善，以及对“仁义”的热情讴
歌显然是分不开的。

然而正如上文所说，强调人的仁义本性也是老
庄哲学和王弼玄学人性论思想的重要内容，尽管在
道家学者的阵营里，还从没有发现哪位成员像陶渊
明这样对人的仁义本性，以及这种仁义本性的顺利
外化，表现出如此强烈的热心，但是毋庸置疑这一热
心与老庄和王弼的人性论思想显然也并不矛盾。陶
渊明的这些表述，我们也完全可以将其视为他对道
家仁义观的进一步发挥。尤其需要注意者，陶渊明
不仅倡导“仁义”，而且也提倡“自然”，这就更足以说
明他的“仁义”观念是应归属道家的。在陶渊明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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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曾多次言及“自然”，如《归园田居五首》其一：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５］（Ｐ７３）又，《形影神并
序》：“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故极陈形影
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５］（Ｐ５９）又，《归去来兮辞并
序》：“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何则？质性自然，
非矫厉所得”［５］（Ｐ３９１）等等。在人性论上追求“自然”，
换句话说也就是崇尚“直觉”。相信人天生即有“仁
的直觉”，这实为道家“自然论”思想的根基所在。对
于道家的“自然直觉论”思想，陶渊明看得如此之高
如此之重，这是很能说明他的思想路子的。

四、余论

总之，对于陶渊明的思想属性，我们的理解不能
太机械，一定要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
老子庄子虽是道家的元祖，但是他们所作的论述有
很多都是针对当时的现实而发，而并不是把建立一
个严密的哲学体系作为他们著述立言的首要目标。
也正如此，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老子》《庄子》，即

使在流传过程中并无什么佚失，那它们也不是道家
哲学的全部。所以本文特将陶渊明置于魏晋玄学特
别是王弼玄学的视域下，针对儒家论者所提出的最
能体现陶渊明儒家倾向的三大论据，也即“圣人观”
“功业观”和“仁义观”，对它们一一作了辨析。通过
辨析，不难发现前人所谓最可信的坚证其实都是有
很大缺憾的。它们不仅不能证明陶渊明的思想属于
儒家，而且恰恰相反，从它们出发我们完全能够得出
陶渊明的思想属于道家的结论。尤其需要注意者，
“圣人观”“功业观”和“仁义观”这三者乃是互为一体
的，它们要么都属儒家，要么都属道家，说它们有的
属儒、有的属道，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如上所
言，“功成身退”乃是陶渊明功业思想的基本理念，
“自然直觉”乃陶渊明仁义思想的关键所在，这两者
既然都属道家哲学的范畴，那么其“圣人观”性质如
何自然也就不待详述了。足见，将陶渊明的思想划
入道家，或者说陶渊明的思想基本属于道家，这无论
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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